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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困境时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以《企业破产法》与《公司法》第191条的衔接为视角
冯　琴(
摘　要：《企业破产法》应当与《公司法》第191条相衔接，在公司困境时期将董事对股东的义务扩张至对债权人的义务，并根据公司困境的不同阶段，细化董事义务为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公司脱困、防止公司资产减少、禁止不正当交易以及必要时强制申请破产等内容。董事违反义务导致对债权人的责任具有特殊性，应根据董事的职位、身份、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承担不同形态的责任，并赋予债权人提起直接诉讼的权利，从而构建一套覆盖公司困境全阶段、兼顾各方利益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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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191条新增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般条款，第232条规定了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时承担赔偿责任，初步形成我国公司法上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制度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的制度框架中，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与公司破产程序相关联，主要围绕债权人利益保护展开。其中，《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了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信义义务导致企业破产时应承担民事责任，第128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因破产欺诈、偏颇清偿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对《公司法》第191条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一般条款的制度补充，奠定了破产法领域董事对债权人责任的法律规范基础。但仔细分析相关条款，《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分别规定了董事在公司正常经营时期与进入破产程序时的义务与责任，然而并不能满足董事在公司陷入困境、濒临破产但尚未进入破产程序时的义务要求；《企业破产法》亦尚未形成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具体展开，甚至有认为相关条款并未明示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
〕，与《企业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尚有距离。2025年9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下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企业具备破产条件时，董事负有“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和财产减损”的义务，此条款新增了公司事实破产时董事的义务内容，但此内容仍尚未能完全回应《公司法》第191条，不足以形成公司困境时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制度体系。
由此，从当前法规范来看，在公司陷入困境、濒临破产的关键阶段，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董事义务的界定较为模糊，未能形成对董事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有效制度设计，难以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企业破产法》修订之际，应当主动衔接、协调《公司法》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规定，围绕公司困境时期的特殊需求，对董事义务与责任展开深入研究与界定，以填补《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构建一套覆盖公司困境全阶段、兼顾各方利益的董事义务与责任规制体系，为债权人权益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二、公司困境时期强化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必要性分析
（一）规范缺失：公司困境时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现有规制不足
公司困境时期，《企业破产法》是否存在董事对第三人（以债权人为主要代表）责任的相关规定，主要取决于对该法第125条、第128条的理解与适用。债权人能否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直接诉请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多数学者持反对观点，认为该条款规定的是董事违反信义义务导致企业破产从而需要承担的责任〔
〕，以当时的立法技术和水平，应当解释为董事对公司承担责任而非对债权人，并未包含破产情形下董事对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的利益〔
〕。仅少数支持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第125条以董事信义义务为基础，在文义上是关于董事对债权人信义义务与责任的一般性规定。〔
〕对于《企业破产法》第128条，多数观点认为该条款确属于破产法上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特殊规定〔
〕，但仅针对特定行为，无法涵盖企业陷入困境时期董事义务的一般性要求〔
〕，且存在破产可撤销行为，并不意味着董事需要承担责任〔
〕。2023年《公司法》修订后，对《企业破产法》相关条款的认识有些许发展。有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下，董事违反义务而对第三人担责，可以借助《公司法》第191条确定责任关系。〔
〕董事存在《企业破产法》第125条情形，且同时满足《企业破产法》第2条，则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第191条向董事主张赔偿责任。〔
〕
上述观点分歧的核心成因，在于《公司法》修订前董事义务仅被限定指向公司或股东，债权人等第三人被排除在义务对象之外。这直接导致实践中出现适用矛盾，追究公司濒临破产、尚未进入破产程序时期的董事责任，只能寄希望于《公司法》相关规定或《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追责程序。《公司法》侧重正常经营时期的公司治理，未规定濒临破产时董事的特殊义务；《企业破产法》尽管在第31条和第32条赋予了管理人事后撤销破产欺诈或个别清偿行为的权利，但前提是公司成功进入破产程序，且若董事存在滥权行为将资产掏空，致使公司“无产可破”，即便进入破产程序，对债权人权益进行救济往往为时已晚。故此，公司从陷入困境到正式进入破产程序之间存在一个“将破未破”的濒临破产时期，这一时期是债权人资产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法律保护最为薄弱的阶段。2023年《公司法》修订，明确引入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条款，从立法层面将董事义务的保护范围扩展至债权人等“第三人”，理论上似可自然消解此前的观点分歧。然而，这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关键症结在于《企业破产法》尚未与《公司法》的修订内容形成有效衔接，对两者交错地带的公司困境、濒临破产阶段债权人是否可直接向董事追责，缺乏专门规制，存在规则断层，亟须《企业破产法》在修订过程中予以回应。
（二）实践检视：公司困境时期债权人利益保护实效欠佳
我国现行制度下，法规范的缺失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债权人追究公司困境时期董事责任面临困境。鉴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案由体系中，尚未设置针对性的专门案由，为精准获取相关司法实践案例，笔者以北大法宝为检索平台，采用“关键词+案由限定”的复合检索策略展开研究：首先，以“濒临破产/临近破产+董事义务”为核心检索词，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这两类关联性较强的案由项下进行定向检索，旨在聚焦公司困境、濒临破产阶段与董事义务相关的案件；其次，为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避免遗漏关键裁判规则，又分别以“《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公司法》2023年修订后条款）、“《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公司法》2023年修订前条款）、“《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等为法条关键词展开补充检索，挖掘涉及董事义务认定与责任承担的司法案例，确保检索结果能够全面覆盖研究所需的实践案例素材。
通过对裁判规则的梳理，发现在有效案例中：第一，公司濒临破产阶段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救济路径受限，可诉案由较少，鲜少案例涉及公司困境、濒临破产时对董事义务与责任的特殊处理，债权人实际能够得到维权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案例通过《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第128条提供间接救济，在这些案例中，总结董事可能担责的情形包括：一是未全面履行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义务，未尽到配合清算义务，导致无法清算、债权人债权无法得到清偿，董事在内的相关责任人员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是在公司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等相关责任人员将公司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或者将公司资金利用个人账户存储〔
〕，或者将公司财产擅自处分且所得款项未交付于公司〔
〕，减损了公司的整体责任财产，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共同清偿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尚未发现其他情形下董事担责的案例。
第二，即便能够进入诉讼流程，债权人利益能够得到有效救济的也有限。从案例梳理情况来看，由于适用《企业破产法》第125条时需要证明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信义义务与企业破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证要求比较高〔
〕，而企业破产原因复杂，法院多采用审慎判断的态度〔
〕，这导致《企业破产法》第125条在实践中适用很少，遂多数案件转向寻求《企业破产法》第128条救济，即在破产前存在个别清偿、欺诈行为时，才可能对董事进行追责。且就有效案例而言，董事担责多因明显违反忠实义务而导致，鲜少涉及违反勤勉义务而导致〔
〕，进一步验证司法裁判对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违反义务导致责任承担的谨慎态度，债权人想要维护自身权益，困难重重。
第三，在既有的判决中，即便董事应当担责，也多数是在进入清算阶段或破产程序后，且对于董事是否应当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多数司法案例持否认观点，认为赔偿应当先归入公司。例如，中山市某有限公司、夏某勋等清算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董事未尽到法定清算义务，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应当对公司债务及破产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公司财产。〔
〕甚至有法院认为，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让债务人的董事、高管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缺乏足够的法律根据。〔
〕少数案例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承认了应当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台州市某副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刘某蓉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资不抵债，相关责任人员未及时履行申请破产清算，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资料灭失，无法正常清算，对债权人的损失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极少数案例采取直接认可态度。例如，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某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将公司资产恶意转移，致使公司资不抵债，则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从上述司法裁判来看，在《公司法》2023年修订前、缺乏明确成文法规定的情况下，债权人试图追究董事责任主要依赖于《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撤销权、确认行为无效等事后救济措施，或援引《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与责任的一般性条款。前者通常须待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由管理人行使，且侧重于对个别欺诈性交易的撤销；后者则面临巨大的举证障碍〔
〕，实践中除非董事存在极其明显的掏空公司、自我交易等恶意行为，否则很难被成功追责。《公司法》修订后，新增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条款虽从立法层面扩展了债权人的维权依据，但在破产法适用场景下，若不进一步细化董事在公司困境阶段的责任内容，该条款极易因适用标准模糊、债权人举证困难等因素，难以发挥实效。因此，必须明确董事在公司困境时期对债权人所负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设定一套专门的行为规则与责任体系，为司法裁判提供清晰的依据，以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有力保障。

（三）学理分析：公司困境时期董事义务转化是应有之义
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公司困境时期董事义务的认定仍以《公司法》第180条为依据，往往产生否定性的裁判结果，由此引发董事义务是否发生转化的争议。对此，学界多数观点持支持态度，少数观点持反对态度。支持观点分别从债权人保护、公司资产功能、与破产法联动等视角，为董事义务转化提供了法理依据。第一，从债权人保护视角出发，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措施不成熟，公司破产或者濒临破产时，债权人而非股东首当其冲受到公司资产减损带来的损害或风险，因此需要将公司财产担保对象从追求股东利润转向保障债权人获得清偿〔
〕，要求董事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债权人提供有别于公司经营健康时期的特别保护〔
〕。如果董事违反信义义务导致公司利益损失，债权人利益就会间接受损，此时对债权人的责任主体由公司传导至董事，并无不当。〔
〕第二，从公司资产的功能视角出发，公司无力偿债时，应将公司资产视为债权人的信托基金，是为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清偿的责任财产〔
〕，公司破产时，董事自然成为债权人的受托人而非股东的受托人〔
〕。第三，从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联动出发，认为《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可能还是难以遏制董事机会主义行为，应将这种对董事义务的“隐形嵌入”转为“直接嵌入”，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公司清偿能力不足时，董事直接对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将经营风险由股东转向债权人。〔
〕类似的观点进一步认为，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是动态过程，不能仅依靠公司法，应当突破公司法的单一框架并在破产法的框架下，以重整和预重整制度为基础，尝试促成破产法与公司法之间的衔接，以构建完整的董事信义义务转化机制〔
〕，并建议在公司法和破产法共同修改的背景下，对濒临破产公司的董事义务进行立法协调〔
〕。
反对观点多坚持传统公司法理论，主张维持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受托责任标准，认为董事对公司的受托责任是针对公司而非债权人，公司濒临破产时，债权人相对于股东更能保护自己免受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应限于合同所提供的权利。〔
〕在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权人无法获得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即便强加董事考虑债权人利益的义务，理论与实践上可行性也不强。〔
〕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破产时债权人享有债权清偿的优先顺位，并不代表董事须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董事义务本身就蕴含着分层结构与体系化内容，公司在困境时期董事执行职务应当凸显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并不需要董事信义义务发生转化〔
〕。
董事义务是否发生转化，事关债权人是否可以直接向董事追责。从上述理论争议来看，核心争议焦点一是董事义务转化是否有损传统公司法理论，二是董事义务转化是否具有必要性。对于焦点一，传统公司法理论以股东至上为核心〔
〕，强调董事对股东利益负有信义义务，以解决代理成本问题〔
〕。这一逻辑建立在股东是公司剩余风险承担者的基础上。在公司陷入困境，尤其濒临破产时，股东权益已大幅缩水，债权人成为实际风险承担者，此时董事义务的适度转化，本质上是信义义务随风险转移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而非对传统公司法理论的否定。对于焦点二，现行法律框架下，债权人保护主要依赖《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的制度安排，但多数制度属于事后救济，董事在公司濒临破产阶段的道德风险难以防范。董事义务的转化能够填补事前预防的空白，通过要求董事兼顾债权人利益，避免其通过不当决策加剧公司资产流失。因此，反对观点在理论上并不能站住脚，董事义务转化是在特定阶段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合理排序，符合公司法律制度动态平衡各方利益的本质属性，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
综上，公司困境阶段强化董事对以债权人为代表的第三人的责任，既源于现行规则的不足与实践纠纷的倒逼，也有理论逻辑的支撑。从商业实践情况而言，董事作为公司经营的实际控制者，其决策直接影响公司能否通过重整、和解等程序恢复偿债能力，或在清算程序中实现债权最大化。在公司陷入困境时，公司董事、高管往往最先感知到，要求董事义务向债权人延伸，本质上是将法律对债权的保护提前嵌入经营决策环节，避免公司资产不当减损。从法律价值与制度衔接的现实需求来看，破产预防与债权保全是公司困境时期的核心价值追求。破产程序启动后，管理人虽可代表债权人追究董事的不当行为责任，但此时公司资产往往已遭受不可逆损失，而在困境时期即转化董事义务，能够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故此，需要实现《企业破产法》与《公司法》在董事义务与责任规则上的深度衔接，使得困境时期董事的义务内容转向具体、可执行，最终让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条款真正落地。

三、公司困境时期董事义务的体系化构建


（一）立法模式：全过程规制董事义务
1.  全程立法模式之选择
在对公司困境时期规制董事义务的立法模式上，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前端模式、后端模式以及全程模式。其中，前端模式侧重规定董事在公司破产前的行为导致公司破产必须对债权人负赔偿责任，如日本法；后端模式侧重规定公司破产后董事对债权人的破产申请义务和破产财产减少防止义务，如德国法；全程模式既注重公司破产后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也关注董事于公司破产前对债权人负有的义务，如美国法。前端模式在实践中有效，但法律规则层面的采用较少。后端模式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提供保护，但可能会限制董事与管理层的灵活性。全程模式允许董事与管理层最小化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在解决代理成本问题方面最为有效。〔
〕据此，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采取全程模式，公司破产前后均应关注董事对债权人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
笔者认可我国在立法模式上采用全程模式。在实然层面，传统立法模式多以破产程序启动为责任起点，将规制重心限于破产前1年内的行为。〔
〕实践中，公司濒临破产的风险积累通常早于程序启动2—3年，董事在此期间可能通过转移优质资产、虚构债务等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全程模式将董事责任期间向前延伸至财务困境显现期，填补破产前真空期的监管空白，通过事前行为禁令和事后责任追究，增加董事违法成本，也避免董事利用时间差规避责任。在应然层面，公司的经营状态存在波动性与复杂性，公司正常经营时期与进入破产程序之间还存在困境阶段，董事的义务与责任会随之呈现显著差异。全程模式打破公司正常经营、困境、破产的阶段割裂，通过动态调整义务内容、责任标准与追责路径，实现对董事行为的全过程约束，避免阶段划分模糊导致的规制真空。从具体作用看，一是细化各阶段董事义务，明确行为边界，督促董事在各阶段尽责履职；二是推动风险预防前置，在困境初期即介入规制，促使董事及早采取措施，避免风险累积至破产阶段无法挽回；三是统一追责路径，允许管理人或债权人依据全程规则对董事跨阶段行为一并追责，提升维权效率。总之，公司困境时期采用全程模式规制董事义务与责任，既可针对性解决现行规范空白与实践疑难，又能通过消除规制真空、简化流程保护债权人利益，最终推动董事义务规制走向体系化，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

2.  从“事实破产”到“濒临破产”
对破产法语境下董事义务何时发生转化，有学者认为公司“事实破产”，即破产原因出现时，董事义务发生转化。〔
〕也有学者认为，公司只须达到“濒临破产”的状态，即将进入但尚未进入事实破产时，董事的决策责任应重新平衡，董事义务就发生转化。〔
〕后者观点被多数学者及域外司法实践所接受。例如，美国Lyonnais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提出“风险负担理论”，认为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应当考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该案标志着当公司从接近清偿不能到实质破产时，董事的信义义务可能从股东扩展到债权人。此后，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多沿用“濒临破产”的概念。〔
〕又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四部分将“公司总体上将无能力支付其到期债务”作为董事义务转化的时间节点，此时公司财务稳定性日益恶化以致濒临破产。〔
〕
笔者认为，公司“事实破产”实则已经触发破产程序的启动条件，公司债权人的不利处境早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就已存在，而公司从正常健康运营到正式破产，并非直线式地突然发生，通常会经历一个财务状况逐步恶化的状态，故此应当在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初期阶段就转化董事义务。德国法还尝试对濒临破产进行类型化划分，认为具体情形包括最近1年亏损达公司资产一半以上、公司支付不能、公司负债过度等。〔
〕批评观点则指出，公司何时处于濒临破产状态，具有动态性，模糊且难以界定〔
〕，董事不应被课以不合理的破产预见义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可以用资产负债表测试（公司资产总值小于负债总值）或现金流量测试（公司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来进行界定〔
〕，还有学者主张在实际应用中利用专业的财务和法律分析来确定公司的具体状态〔
〕。例如有学者创建Z-Score模型，考虑营运成本、留存收益、息税前利润、市场价值的权益以及销售额等财务指标，在根据各指标对破产影响程度乘以特定比率后加权求和来计算得出Z-Score数值，作为确定公司是否进入破产区域的工具，以此来判断公司是否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
〕Z-Score模型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认为这是一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成熟手段，为预测公司破产、判断董事责任何时开始转向债权人提供了实用的客观标准。〔
〕
精准界定公司进入濒临破产状态的时间节点，是实现董事义务平稳转化的关键前提。这一节点的界定不能依赖单一模糊标准，可以结合《企业破产法》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等法定破产原因，参考Z-Score模型，综合考虑公司的偿债能力、资产流动性、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是否存在负现金流、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财务指标、市场和经济等因素，明确公司困境发展至何种程度即进入濒临破产阶段。将公司“濒临破产”这一动态状态相对固定化，明确特殊时间节点后，因公司已面临实质性清偿风险，董事义务的对象即从股东利益优先转向兼顾债权人利益；而当公司财务指标进一步恶化至法定破产标准，或经法院审理进入破产程序时，董事义务就发生彻底转化。

（二）分阶段确定董事义务的具体内容
公司困境时期，董事义务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涉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估、对风险的管理以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
〕。首先，关于公司困境时期董事义务的内容与要求，学界多数观点认为，董事应承担积极作为义务以及不当交易防止义务〔
〕，一方面应采取合理措施改进公司内部治理，避免公司破产，或在破产不可避免时及时申请破产，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及时采取谈判、重组或预重整等措施帮助公司脱困；另一方面应避免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进行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高风险交易〔
〕，否则将承担赔偿责任。还有学者将董事义务进一步细化为公司进入破产阶段后的信息披露义务、谨慎决策义务、公司财务困境且持续恶化时的程序抉择义务以及与债权人的特殊对接义务。〔
〕实定法上，有学者将域外立法例总结为“大棒”模式与“胡萝卜”模式。〔
〕其中，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棒”模式规定了董事在公司破产时的具体义务，例如，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2条第1款规定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负有禁止不当交易的义务，应尽最大努力防止公司陷入困境；德国《破产法》第15a条规定公司濒临破产时，负有强制申请破产的义务。以美国为代表的“胡萝卜”模式则鼓励董事在公司实际破产时提出破产申请，但不强制。我国现行法规范中，仅2022年1月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第4条明确董事、高管在公司出现破产原因后，应承担采取避免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和财产减损的合理措施的义务，包括“及时采取启动重组、向债权人披露经营信息、提请企业申请预重整或者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否则要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部分观点针对董事义务在公司困境不同阶段的具体转化进行了详细的构建。有学者认为，公司财务健康阶段，董事和高管只对公司及其股东承担受托责任；进入濒临破产的模糊区域，董事和高管继续对公司和股东承担受托责任，同时开始需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具备破产条件后，董事和高管的受托责任扩展到公司债权人，董事必须避免进行可能导致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且要努力最大化公司的长期财富创造能力；正式破产阶段，董事和高管责任的主要目标是最大化破产财产的价值。〔
〕还有学者将公司困境及相应的董事义务类型化为：公司支付不能时，董事应当向债权人披露，发起预重整谈判；在预重整与重整阶段，债权人委员会或管理人有权审查公司交易行为，以判断董事是否尽责履职；董事怠于发起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债权人申请破产后可以诉请追究董事损害赔偿责任。〔
〕
最后，须明确董事义务在不同阶段应发生何种程度的转化，以确定董事义务对应不同阶段的内容与要求。有学者提出“强转化”及“弱转化”的观点，其中，董事忠实义务在公司困境时期需要发生本质的转变，即“强转化”，要求董事的经营理念和出发点从股东利益转向债权人利益；注意义务在公司困境时期的核心要求无须发生本质改变，但需要在公司法中进行微观调适，即“弱转化”，强调董事具有申请破产义务和引入商业判断规则。〔
〕
基于上述讨论，以公司“濒临破产”为分界点，可将公司困境整体划分为困境初期阶段、濒临破产阶段、具备破产条件阶段等不同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风险特征与利益保护重点，将董事义务内容进行类型化划分，设定差异化内容，以解决公司特殊时期董事义务模糊、泛化的问题。具体而言，第一，在公司困境初期，公司虽可能存在轻微财务或经营压力，但仍具备一定的经营恢复可能性，此时董事义务仍应主要适用《公司法》的核心规定，聚焦于对公司与股东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第二，当公司发展至“濒临破产”时间节点后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前，董事义务须发生“弱转化”，此时除继续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外，还须结合公司困境特征补充专项义务，既要积极采取适当措施帮助公司脱困，为公司争取存续可能性，又要强化对董事滥权行为的约束，严格禁止不当资产处置、关联交易、偏颇性清偿等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第三，若公司困境持续恶化，直至达到法定申请破产标准，董事义务须进一步发生“强转化”，在延续前述义务的基础上还应当施加强制申请破产义务，避免导致公司资产进一步缩水、债权人损失扩大。第四，当法院裁定公司进入正式破产程序后，董事义务的法律适用依据将发生根本转变，主要围绕破产程序推进与债权公平清偿展开，如配合管理人接管公司财产、如实提供财务资料、披露关联交易与资产变动信息等。由此，形成董事在公司困境不同阶段相互衔接、各有侧重的义务体系，进而构建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体系，实现不同阶段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精准化。

（三）董事强制申请破产义务之证成
对于是否应当课以董事强制申请破产的义务，有两种不同观点。多数观点持支持意见，理由如下：一是从实践现状来看，由于欠缺董事申请破产义务的规定，债权人在申请破产后往往时隔数年，难以进行实质性的清算。〔
〕二是从法解释来看，《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在破产申请之后有配合破产程序的义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十节第118点对此进行扩张解释，将破产申请后配合义务的适用期间延伸到申请前〔
〕，因此施加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有助于形成过渡性制度设计，在体系上衔接《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以解决公司濒临破产期间董事的行为规范问题〔
〕。三是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承担申请破产的义务，可以防止公司资产持续恶化，遏制股东、董事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
〕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具体制度设计方案，认为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构建不能脱离《公司法》第191条划定的基本框架，以确保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由此，设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触发条件为公司濒临破产状态，启动主体包括法定董事和实际控制人，并规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限制期限及相关责任。〔
〕少数观点持否认态度，认为债权保护有其他充分的手段救济〔
〕，如果施加强制申请破产义务，可能导致董事通过破产逃脱本该履行的经营管理职责，不利于董事通过经营将公司扭亏为盈，有违企业家精神〔
〕。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仅有极少数案例涉及强制破产申请。例如，台州广浩机电有限公司管理人、苟某锐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只有在公司已解散但未清算或在清算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员发现资不抵债时才有申请破产清算的义务，故此法院并未支持原告的相关诉求。〔
〕但在中山市某有限公司、夏某勋等清算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董事未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且拒不配合清算，导致公司财产状况不明，致使无法清算，给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可见，司法实践中，董事未及时履行破产申请，通常与后续产生的无法清算、致使债权人损失密切关联且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时，才有可能导致承担责任。这加大了债权人维权的难度。
笔者认为，施加董事强制破产申请义务是有必要的。第一，在公司严重困难到无法正常经营、无法偿还对外债务时，难免会发生董事侵占公司资产、纷纷离职的情况。强制申请破产义务的施加，可以倒逼董事及时识别破产事由并启动申请，通过破产法下的管理人监督、财产保全等机制，规范公司风险管控。这并非给董事履职带来额外负担，而是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内在要求。第二，当公司已无持续经营可能却迟迟不进入破产程序时，往往会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强制董事在法定情形下申请破产，可推动公司进入统一的破产清算或重整程序，防止恶意逃债，为债权人争取更多受偿可能，从源头减少债权损失。第三，从债务处置视角看，破产申请的滞后直接拉长了处置周期。强制董事申请破产，有助于缩短债务处置周期，推动僵尸企业及时退出市场。

综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8条并未纳入董事强制破产申请的内容，存在制度遗憾。《企业破产法》修订若能补上这一缺口，不仅能破解破产申请启动难的现实困境，更能通过明确董事责任倒逼资源高效流转，这既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更是对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守护。

四、公司困境时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形态与诉讼路径
（一）根据董事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形态
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2021年12月24日发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190条规定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二审稿及其后正式版本的法律文本删除了此表述，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91条并未明确董事责任的具体形态。此前，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董事在协助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股东怠于清算时与公司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范围狭窄。但在学理上，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须以与公司成立共同侵权为前提，即公司与董事共同、连带地对第三人损害存在过错。〔
〕还有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如果是连带责任，则公司组织法上的侵权责任体系将被民事共同侵权规则所取代，这于理不合。〔
〕因此，通说对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多数学者认为是补充赔偿责任，即先由公司担责，董事在公司不能担责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域外法上，不少日本学者认为，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须与公司一起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然而，《日本公司法》第429条虽常被作为债权人追究董事责任的依据，但该条款并未采用连带责任的用语，而第430条规定的是董事之间的连带责任，从文义解释看并不能得出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比较折中的观点是根据董事任职情况进行区分，如果董事同时是实际控制人，故意违反信义义务，则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董事并非实际控制人，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时，根据造成损害的原因力承担比例责任，无过错或仅存在轻微过失则承担一般的赔偿责任。〔
〕
现行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下，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尚经历了若干讨论〔
〕方被接受，如果贸然直接定为连带责任，从实践操作而言，无疑是对董事提出了过高的期待与要求，将导致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战战兢兢，不敢作出风险性决策。因此，公司困境时期不应当给董事施加过重的责任，否则将无人愿意担任董事；但同时，实践中多数情况是董事滥权导致公司利益受损，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为规制容易出现的此种董事滥权行为，需要在公司特殊时期，对董事施加严于正常时期的义务与要求。故此，笔者倾向于根据董事履职的具体情况设定与之相匹配的责任承担，可以根据董事的职位、身份以及主观过错的不同，划分董事对债权人的不同形态责任。第一，按董事职位差异划分责任边界。执行董事因直接参与日常经营决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和控制权显著高于非执行董事，应承担主要责任。独立董事作为监督者，其责任应限定在一般过失范围内，通常不超过直接决策者的50%。第二，按董事身份设定责任范围。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兼任的董事因存在股东利益优先的天然倾向，对公司经营决策拥有绝对支配力，必须施以严格的责任约束，须对滥用控制权导致的债权人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当董事并非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时，董事仅须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可。另外，职工代表董事若仅基于劳动者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履行职责，其责任应限定在执行职务范围内，无须对战略决策失误负责。第三，按主观过错程度设定责任形态。如董事存在虚构债务、转移资产等故意行为，则认定为共同侵权，须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存在重大过失，则应承担补充责任；如构成一般过失，则不承担责任或仅承担较小比例的责任，在其决策符合商业判断规则时，还应允许其免责。

由此，根据董事是否为执行董事、是否同时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设定董事的责任边界与范围，形成董事责任差异化认定体系，既避免一刀切式追责导致的经营保守主义，又为董事履职情况划定了清晰的责任边界，精准规制董事恶意行为，为债权人提供多层次救济路径。

（二）公司困境时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诉讼路径
公司濒临破产时债权人采取何种诉讼路径向董事追责，有不同观点。支持观点认为，在破产情形下，债权人可能比股东更有动力提起诉讼，应当赋予债权人直接诉讼的权利。〔
〕反对观点则认为，债权人无法直接向董事求偿，应当通过派生诉讼、以公司名义主张〔
〕，否则会给董事履职及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风险〔
〕。域外司法判例中，同样存在直接诉讼抑或代位诉讼之争。英美国家传统判例多认为董事对债权人无义务，债权人维权只能采取代位诉讼方式，无权直接对董事提起诉讼〔
〕；少数案例认为董事对债权人也应承担直接责任，故而债权人可提起直接诉讼〔
〕。由此可见，现有争议中债权人以何种诉讼方式维权，核心争议点在于是否承认董事直接对债权人负有义务。据前述分析，公司进入濒临破产阶段后，董事义务会发生转化，同时鉴于《公司法》第191条的立法原义，给予债权人直接维权路径并无理论上的障碍。因此，建议在《企业破产法》修法之际，增设债权人直接起诉权条款，明确濒临破产时董事违反义务的，债权人可直接向董事追责。
但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允许债权人在公司困境时期直接诉讼，是否会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如果公司最终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通过诉讼获得董事个人财产赔偿，则该部分款项直接归属于起诉的债权人，未纳入公司破产财产池，而其他债权人须在后续破产程序中按比例受偿，这将导致先起诉者优先受偿的不公结果，违背破产法中债权人公平清偿的核心原则。此时，或可借鉴《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立法精神，构建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差别化救济体系，即如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判决结果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则看债权人追偿的款项是否属于其个人直接损失。若董事赔偿针对债权人个体的直接损失，该款项归起诉的债权人所有，不纳入破产财产分配；若赔偿针对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无论由谁起诉追回，该款项均属于破产财产，由全体债权人按比例受偿。

五、结语：破产法与公司法的衔接机制
公司困境时期的董事责任规制是公司法与破产法交叉领域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平与效率。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公司陷入困境时，公司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凸显，尤其当公司濒临破产时，公司内部各种利益攫取行为会更加突出，以致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再行保护债权人利益已为时过晚。2023年《公司法》修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为公司特殊时期强化董事义务、衔接破产法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可能。《企业破产法》修订之际，应当与《公司法》进行最大程度上的衔接，将对董事义务的规制细化至公司经营存续至破产清算终结的全过程，强化公司陷入困境、濒临破产时的董事义务。
董事对债权人等第三人的责任承担，本质上是《公司法》的信义义务规则与《企业破产法》的公平清偿宗旨在特殊场景下的协同适用。一方面，《公司法》通过设定与风险相匹配的董事义务差异化内容，为公司困境中董事责任的触发提供了明确且可落地的基础规则，具体包括：公司陷入困境后，董事须及时识别公司危机，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尽力拯救企业于大厦将倾之时；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还须认清所负义务的履行对象发生转化，必要时助力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帮助企业有序退出，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债权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通过破产程序的启动与推进，将董事抽象的义务条款转化为具体可追责的责任情形，使董事未履职或不当履职的行为被精准识别，并赋予债权人与管理人明确的追责路径，与《公司法》的责任规则形成实操层面的协同规制。

《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问题上的衔接，通过构建科学的义务体系和责任机制，引导董事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积极挽救企业之间寻求平衡，使董事在公司困境中既不敢懈怠履职，又能获得合理的容错空间，形成事前预防、事中追责、事后清偿的全过程规制体系，最终实现债权人保护、公司治理优化与企业家精神弘扬的多重价值统一。

On the Liability of Directors to Third Parties in Distressed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icle 191 
of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Bankruptcy Law

FENG Qin

Abstract: The Bankruptcy Law should extend directors’ fiduciary duties from shareholders to creditors, aligning with Article 191 of the Company Law to explicitly define and strengthen the obligations of directors when the company is in the zone of insolvenc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ankruptcy Law, the obligations of directors can be detailed as follows: taking reasonable measures to help the company out of financial trouble, preventing the diminution of company’s assets, prohibiting unfair transactions, and compulsorily petitioning for bankruptcy when necessary. The breach of such obligations should trigger differentiated liability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the directors’ position, identity, degree of subjective fault. Additionally, creditors sh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initiate direct litig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directors’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mpanys’ predicament and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Keywords: Zone of Insolvency;  Directors’ Obligations;  Creditors Protection;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责任编辑：楼秋然　汪友年）


［作者简介］冯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4JSTD015）。


〔�〕 王琦：《董事外部责任条款的规范解构》，载《北方法学》2024年第5期，第42页。


〔�〕 高丝敏：《公司破产申请的职权分配和规则构建》，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4期，第42页；解正山：《论公司临近破产时的董事义务及问责机制——基于公司法与破产法交错视角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129页。


〔�〕 邹海林：《公司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及法律表达》，载《北方法学》2025年第1期，第14页。


〔�〕 邢海宝：《公司债权人保护：以不当交易的规制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第153页。


〔�〕 邹海林：《公司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及法律表达》，载《北方法学》2025年第1期，第14页。


〔�〕 于晗：《困境企业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载《财经法学》2025年第3期，第191页。


〔�〕 李小宁：《公司实际破产时董事对一般债权人的义务研究》，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99页。


〔�〕 高丝敏：《公司破产申请的职权分配和规则构建》，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4期，第113页。


〔�〕 王东光、孙博：《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信义责任的理性适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第123页。


〔�〕 例如，陆某妹、佛山市某诚服装有限公司等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6民终877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周某微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3）浙1002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书；中山市某用品有限公司、黄某英等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粤2072民初3135号民事判决书。


〔�〕 温州某合成革有限公司与郑某平、张某迪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终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瑞安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与高某某、阮某某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816号民事判决书；金华市某玩具有限公司、李某某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21）浙0703民初261号民事判决书。


〔�〕 深圳市某运输有限公司与于某晶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书。


〔�〕 济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隋某某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18）鲁0126民初972号民事判决书。


〔�〕 高丝敏：《公司破产申请的职权分配和规则构建》，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4期，第103页。


〔�〕 例如，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谢某天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对董事、高管义务的认定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认为其并无隐瞒公司对外债权、损害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即使应收账款最终无法收回，也系因经营不善导致，并非董事、高管侵权导致。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民初581号民事判决书。


〔�〕 这可能跟忠实义务相对容易判断，而勤勉义务较难判断有关。


〔�〕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2）粤2072民初10533号民事判决书。


〔�〕 尚某合诉何某瑞合同纠纷案，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民初1993号民事裁定书。


〔�〕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1）浙1002民初4904号民事判决书。


〔�〕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书。


〔�〕 债权人需要证明董事的决策构成了违反忠实、勤勉义务，但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下，证明董事决策存在重大过失或恶意极为困难。


〔�〕 施天涛：《〈公司法〉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73页。


〔�〕 朱圆：《论美国公司法中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载《法学》2011年第10期，第137页。


〔�〕 岳万兵：《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公司法进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第182  183页。


〔�〕 信托基金理论。See Dinsmoor, Director Decision Making in the Zone of Corporate Insolvency, 47 Boston Bar Journal 18, 18(2003). 


〔�〕 邓辉、姚瑶：《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的实证考察与制度重塑》，载《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6期，第19页。


〔�〕 赵树文：《董事在公司财务困境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载《学术论坛》2023年第1期，第58页。


〔�〕 王佐发：《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28页。


〔�〕 解正山：《论公司临近破产时的董事义务及问责机制——基于公司法与破产法交错视角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132页。


〔�〕 Stephen M. Bainbridge, Much Ado About Little? Directors’ Fiduciary Duties in the Vicinity of Insolvency, 1 Journal of Business & Technology Law 335, 359  362 (2007).


〔�〕 王佐发：《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22  123页。


〔�〕 Jonathan C. Lipson, Directors’ Duties to Creditors: Power Imbalance and the Financially Distressed Corporation, 50 UCLA Law Review 1189, 1229  1232 (2003).


〔�〕 邹海林：《公司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及法律表达》，载《北方法学》2025年第1期，第8  9页。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 89 Georgetown Law Journal 439, 440  441(2001). 


〔�〕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05, 63  67 (1976).


〔�〕 Justin Wood, Director Duties and Creditor Protections in the Zone of Insolvency: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26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39, 163  167(2007).


〔�〕 郭丁铭：《公司破产与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86页。


〔�〕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32条。


〔�〕 胡晓静：《公司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德国法为借鉴》，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第234页。


〔�〕 John M. Sjovall, What Duty Do Company Directors Owe to Banks and Other Creditors, 121 Banking Law Journal 4, 13 (2004); Paul Davies, Directors’ Creditor-Regarding Duties in Respect of Trading Decisions Taken in the Vicinity of Insolvency, 7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301, 315  316 (2006).


〔�〕 Credit Lyonnais Bank Nederland, N.V. v. Pathe Communications Corp. (1991 Del. Ch. WL 277613).


〔�〕 Andrew Keay, The Shifting of Directors’ Duties in the Vicinity of Insolvency, 24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140, 141(2015).


〔�〕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四部分“临近破产期间董事的义务（包括企业集团的董事在内）”，载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官网，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zh/19  11272_zh.pdf。


〔�〕 Justin Wood, Director Duties and Creditor Protections in the Zone of Insolvency: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26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39, 155 (2007).


〔�〕 Jonathan C. Lipson, What Duty Do Company Directors Owe to Banks and Other Creditors, 121 Banking Law Journal 4, 13 (2004).


〔�〕 陈鸣：《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法律构造——以美国判例法为研究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第67页。


〔�〕 Jonathan C. Lipson, What Duty Do Company Directors Owe to Banks and Other Creditors, 121 Banking Law Journal 4, 12 (2004).


〔�〕 H. H. Rajak,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 in the Zone of Insolven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11 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 1, 26  30 (2008).


〔�〕 Jon Dwain McLaughlin, The Uncertain Timing of Directors’ Shifting Fiduciary Duties in the Zone of Insolvency: Using Altman’s Z-Score to Synchronize the Watches of Courts, Directors, Creditors, and Shareholders, 31 Hamline Law Review 145, 182  191(2008)


〔�〕 Vladimir Jelisavcic, A Safe Harbor Proposal to Define the Limits of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to Creditors in the Vicinity of Insolvency, 18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145, 28 (1992).


〔�〕 Florence Shu-Acquaye, American Corporate Law: Directors’ Fiduciary Duties and Liability During Solvency, 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in Public Corporations, 2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Business Law Journal 1, 19  20 (2001). 


〔�〕 Andrew Keay, The Shifting of Directors’ Duties in the Vicinity of Insolvency, 24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140, 21(2015).


〔�〕 解正山：《论公司临近破产时的董事义务及问责机制——基于公司法与破产法交错视角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6期，第132页。


〔�〕 邓辉、姚瑶：《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的实证考察与制度重塑》，载《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6期，第17  18页；王佐发：《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25  126页；等等。


〔�〕 韩雪：《破产阶段董事勤勉义务之完善》，载《荆楚法学》2024年第3期，第55  59页。


〔�〕 李小宁：《公司实际破产时董事对一般债权人的义务研究》，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96  98页。


〔�〕 John A. II Pearce, Ilya A. Lipin, The Dutie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Within the Fuzzy Zone of Insolvency, 19 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e Law Review 361, 370  388 (2011). 


〔�〕 王佐发：《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28页。


〔�〕 杨琼、雷兴虎：《论濒临破产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载《学术论坛》2021年第5期，第92  95页。


〔�〕 邹海林：《公司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及法律表达》，载《北方法学》2025年第1期，第14页。


〔�〕 高丝敏：《公司破产申请的职权分配和规则构建》，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4期，第103页。


〔�〕 徐强胜、彭东城：《论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以董事第三人责任为视角》，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第86  87页。


〔�〕 赵树文：《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载《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第61  63页；杨琼、雷兴虎：《论濒临破产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载《学术论坛》2021年第5期，第91页。


〔�〕 徐强胜、彭东城：《论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以董事第三人责任为视角》，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第90页。


〔�〕 赵树文：《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载《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第77页。


〔�〕 徐阳光、陈怡然：《企业破产前困境拯救机制的法理阐释与体系构建》，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3期，第33页。


〔�〕 金春：《破产企业董事对债权人责任的制度建构》，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第100  103页。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2）浙1002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书。


〔�〕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14条规定了在股东抽逃出资方面，董监高协助抽逃的，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20〕18号）第18条第2款规定了在公司清算时，董监高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 叶林、叶冬影：《公司董事连带/赔偿责任的学理考察——评述〈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载《法律适用》2022年第5期，第10  11页。


〔�〕 齐砺杰：《董事第三人责任条文的理解与适用辩难》，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第217页。


〔�〕 刘贵祥：《关于新公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6期，第26页。


〔�〕［日］近藤光南：《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8页；［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


〔�〕 高泓：《董事第三人责任的反思与建构——〈公司法〉第191条的解释论》，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4期，第225页。


〔�〕 学理上存在连带责任说、直接责任说、替代责任说、法定责任说等分歧，可参见李东阳：《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13  114页；汤欣、李卓卓：《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3期，第85  86页；刘道远：《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载《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2期，第98  102页；冯果、柴瑞娟：《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6  117页；等等。


〔�〕 Edward M. Iacobucci, Directors’ Duties in Insolvency: Clarifying What Is at Stake, Symposium on Officers’ and Directors’ Duties to Creditors of an Insolvent Corporations, 39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398, 407(2004).


〔�〕 赵树文：《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载《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第65  66页。


〔�〕 王东光、孙博：《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信义责任的理性适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第133页。


〔�〕 North American Catholic Educational Programming Foundation, Inc. v. Gheewalla, C.A. No. 1456-N (Del. Ch. 2006); Yukong Line Ltd. of Korea v. Rendsburg Investments Corp. of Liberia, [1998] 1 WLR 294, etc.


〔�〕 Geyer v. Ingersoll Publications Co., 621 A.2d 784, 789 (Del. Ch. 1992); Winkworth v. Edward Baron Development Co. Ltd., [1986] 1 WLR 1512.





16
17

